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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产业集群何以提升新质生产力？
———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李晓龙，魏启帆

（贵州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加快锻造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与重要着力点，而创新型产业集群

作为创新策源地的重要表现形式，可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有力支撑。 基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２ 年中国 ２７７ 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

点双重差分法探讨创新型产业集群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研究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成效显著，能够有

效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提高创新质量、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创新型产业集群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机制；创新型产业集群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在南方城市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更显著；创新型产业集群对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试点城

市建立创新型产业集群有助于推动邻近城市新质生产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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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等地考察调研时指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 进一步地，２０２４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首要工作任务。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

并不是简单的名词创新，更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创新和术语革命，
它的发展过程可概括为“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转型”的统一，重点强调新旧技术、新旧部门之间的

互替互斥和互补融合［１］。 从现实条件看，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契合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和

全球产业战略布局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２］。 由此而论，如何为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提供可行方案无疑是当前亟须关注的核心问题。 创新型产业集群作为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系

统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创新行为主体空间集聚，以区域创新网络为纽带，通过产业分工协同推进技术、
知识或产品创新的产业组织形态［３］。 ２０１３ 年科技部正式启动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工作，第一批、第二

批、第三批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共计 ６１ 个。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聚合了大量的创新要素，其旨在通

过政府规划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可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战略性力量［４］。 那么，创新型产业集

群建设能否推动新旧生产力交替，进而催生新质生产力？ 其实现途径为何？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

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尽快涌现，亦可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的后期部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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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效率测度和经济社会价值辨析：一是

对创新型产业集群运行效率的测算评价。 目前对创新型产业集群效率的测度大多基于 ＤＥＡ 模型或

其改良方法，例如可以消除环境因素干扰的三阶段 ＤＥＡ 模型、将 ＤＥＡ 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法结合的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法等［４ ５］。 二是关于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社会经济效应探索。 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能够

促进企业国际化［６］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７］，同时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助

推器［８］。
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路径。 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是多过程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涵盖市场压力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和自由开放机制这

三类机制路径，而金融政策调整可以通过提升这些机制的传导效率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９］。 另外，算
力［１０］、人工智能［１１］的发展亦可为重构生产力提供关键支撑。 二是讨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价值。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能够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１２］、推动高质量发展［１３］提供有力支撑，亦有助于“拉
弗曲线”成立，即可推动“减税政策—税基扩宽—政府税收增加”的实现［１４］。

在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具有多维经济效应，而新质生产力形成

受多因素相互叠加的影响，这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深化与拓展的空间。 一方面，
既有研究多评估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的政策预期效应，鲜有学者深入挖掘创新型产业集群设立背后

的非意图结果，更加未将研究视角拓展至新质生产力这一崭新经济学概念；另一方面，以往文献对新

质生产力驱动因子的考察虽显宽泛，但多停留于定性分析层面，缺少必要的数据和实证支撑。 本文可

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借助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创新

型产业集群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作有益补充。 第二，从创新质量提升、人力

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方面识别创新型产业集群影响新质生产力的逻辑链条，有助于深化对

两者间关系的理解。 第三，考察地理区位、市场化程度等异质性因素对创新型产业集群与新质生产力

两者间关系的影响，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范围。 第四，将空间因素纳入政策效果评估中，探讨创新型产

业集群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希冀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创新型产业集群对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影响分析

新质生产力意蕴丰富、外延广阔，其概念形态并不是对生产力理论某一维度的直接位移，而是多

个生产力样态的复合统一。 首先，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生产力形态。 纵观历次

重大科技革命的历史脉络，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的登场无不是生产力形态重塑的关键动因［１０］，而
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要动能也正源于新一轮颠覆性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其本质上是由高新科技驱动

的先进生产力。 其次，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绿色增长模式的生产力形态。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以绿色性

为基础特性，其将生态保护内化于形体，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增长［１３］；另一方面，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也是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的过程，能够有效牵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形成［１２］。 最后，新
质生产力是存在于数字空间的生产力形态。 新质生产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数智化方式提

升单位资本、劳动等的投入产出效率，这将生产力内涵由物理空间延伸到了数字空间，开启了人机协

同、数智融合的全新范式［１０］。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是至少包含“科技”“绿色”和“数字”三方面生产

力样态的复合概念，因而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思路［１５］，将新质生产力界定为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

和数字生产力三个维度的耦合体。
创新型产业集群可作为生产力跃迁的“新质载体”，为新质生产力三个维度提升带来强劲推力。

第一，创新型产业集群能够赋能科技生产力发展。 创新型产业集群主要由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构

成［８］，加之地方政府为试点项目提供的税收补贴等政策扶持增强了企业的研发活力［１６］，园区具有先

天性创新优势。 显然，该禀赋特征有利于加速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产出，据此助推科技生产力提升。
第二，创新型产业集群可助推绿色生产力涌现。 一方面，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本就始步于创新驱动发

展的战略背景［７］，这自然就摈弃了要素粗放式投入的增长范式，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生态的互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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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 ［１７］，园区企业研发的低碳技术可在城市内广泛传播，进而

对高污染产业产生“挤出效应”，驱动绿色生产力形成。 第三，创新型产业集群能够提升数字生产力。
从试点工程建设的角度来看，由于园区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强大的数据、算力供给，试点城市一

般会通过搭建数字基础设施等方式提升自身数字服务能力，而这有助于园区内各产业实现数字化赋

能生产。 同时，试点后园区溢出的数字科技也可有效加速数字空间扩容，由此为数字生产力发展提供

内驱动力。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１。
假说 １：创新型产业集群有助于新质生产力提升。
（二） 创新型产业集群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机制分析

１． 创新质量提升效应

创新型产业集群可为城市创新质量提升蓄势赋能，进而驱动生产力跃升。 一方面，试点建设能

够赋能创新质量提升。 在产业集群理论框架下，集群代表一种能在效率、效益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

空间组织形式，联盟成员可基于地理邻近性建立起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１８］ 。 而创新型产业集群本

身是产业集群的高级发展形态［１９］ ，能够充分发挥这种集群环境优势以提升创新质量：一是使研发

机构能够依托园区技术经济关系网络，以技术合作、人员交换等方式促进创新［３］ ；二是有利于激励

外部研发机构加入城市创新网络，能够增强城市创新活力，由此驱动高质量创新。 另一方面，创新

质量提升有助于孵化新质生产力。 其一，高质量创新能够增强技术产品使用效能并降低技术应用

风险，提升企业利用科技指导生产的意愿，进而赋能科技生产力生长。 其二，创新质量提升意味着

城市可以突破外部封锁，凭借自主研发的低碳技术重塑工业生产范式，使重污染企业在市场与制度

压力下进行绿色转型，有利于锻造绿色生产力。 其三，高质量创新催生的通用目的技术群将带动千

行百业数智化升级［１１］ ，推动社会生产日趋网络化、智能化，进而有助于提升数字生产力。 据此，本
文提出研究假说 ２。

假说 ２：创新型产业集群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质量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
２．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素质人才为主体性力量的生产力［１２］，而在学习效应与集聚效应的复合叠加作

用下，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将大幅提升城市人力资本积累。 首先，设立创新型产业集群能够促进城市

人力资本积累增长。 根据产业集群理论，创新型产业集群作为典型的现代产业集群，一方面可以充分

发挥学习效应［１６］，通过促进知识传播带来思维碰撞和知识再生，进而增强劳动力的“新质”素养；另一

方面能够依托集聚效应和外部经济带来高效率与竞争力［８］，吸引技术型人才进入，进一步又可放大学

习效应效能，从而在此“复合效应”作用下持续提高城市人力资本积累。 其次，城市人力资本存量提升

有助于培植新质生产力。 一是技术型人才储备的不断丰富能够放大单个科技人才资本的“外在效

应”，并演变出在分散状态下所没有的高效率，进而有助于推动技术攻关［２０］，为提升科技生产力增势

赋能。 二是已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越充足，居民和政府等行为主体的环保意识越高［２１］，这有助

于推广绿色消费并提高厂商环境违规成本，进而驱动绿色生产力生长。 三是在数字经济体系中，高素

质人才富有数字化思维，可为推动生产组织形态由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提供智力支撑，于此催生数

字生产力。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３。
假说 ３：创新型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
３．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成长带来了良好契机，可为生产力质变提供关键性

场域。 首先，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一方面，相比于其他组织形式，产业集

群拥有专业化分工协作、要素共享等特有优势［２２］，而创新型产业集群作为富有竞争力的产业组织形

态［４］，可以强化协作互补性与要素共生性的双轮驱动作用，通过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推进传统

产业新质化；另一方面，由于创新型产业集群引进了创业孵化、投融资等服务机构，一系列新业态能够

在政府财政与社会资本支持下快速成长，进一步又可通过引发“羊群效应”和“示范效应”激发居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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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激情，从而加速新兴领域发展。 其次，产业结构升级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 一是可为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提供产业平台，并在市场需求拉动下对科技创新形成倒逼机制，进而赋能科技生产力提

升。 二是能够克服产业长期处于“微笑曲线”中低位的现实制约，通过实现生产范式的集约化、低碳化

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 三是可依托新兴产业组织体系推广“智能工厂”、加速数实融合，借由数字赋能

塑造新型生产和消费场景，进而提升数字生产力。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４。
假说 ４：创新型产业集群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
三、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刘军等［１９］的做法，将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考虑到试点政策

是分批施行的，选择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模型设定如下：
ＮＱＰ ｉｔ ＝ β０ ＋ β１ ＩＮＮｉｔ ＋ β２Ｘ ｉｔ ＋ μｉ ＋ ｔ ＋ εｉｔ （１）
上式中，ｉ、ｔ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β０ 为截距项；ＮＱＰ 表示新质生产力；ＩＮＮ 为创新型产业集群；Ｘ

表示控制变量；μｉ、 ｔ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选择

１． 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ＮＱＰ）
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借鉴卢江等［１５］的测度方法，本文以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

生产力为基础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进行综合指数测算，指标体系的相关

信息与结构列示于表 １。

表 １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属性

科技生产力

创新生产力

创新专利 人均专利授权数 正向

创新人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比 正向

创新资金 财政科技支出占比 正向

技术生产力
技术进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贡献 正向

技术效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效率贡献 正向

绿色生产力

资源节约型生产力

能源强度 全社会用电量 ／国内生产总值 负向

废物利用 工业固废物综合利用量 ／产生量 正向

土地利用 建设用地面积 ／国内生产总值 负向

环境友好型生产力

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正向

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

废气排放 工业 ＳＯ２ 排放 ／国内生产总值 负向

数字生产力

数字产业生产力

电信业发展 人均邮电业务量 正向

数字产业企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广播电视业与软件业上市公司数量 正向

数字产业从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占比 正向

产业数字生产力

智能化生产 智能化业务上市公司数量 正向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业务上市公司数量 正向

互联网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正向

　 　 ２． 解释变量：创新型产业集群（ ＩＮＮ）
参考刘军等［１９］的研究，本文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７ 年分别获批设立的三批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不包括培育试点）视为外生政策冲击，借以设置虚拟变量作为衡量创新型产业集群的代理变量。 具

体而言，若城市 ｉ 在 ｔ 年获批设立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则该城市在 ｔ 年以后年份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为了排除政策时滞性的影响，对于在当年 ７ 月以后获批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地级城市，本文将其试

点政策视同从下一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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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１） 教育投入力度（ＥＤＵ），以地级城市财政教育支出与财政总支出之比表

示；（２） 金融发展水平（ＦＩＮ），以地级城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表征；（３） 城市化水平

（ＵＲＢ），以地级城市人口密度的对数值衡量；（４） 经济发展水平（ＥＣＯ），以地级城市人均 ＧＤＰ 度量；
（５） 对外开放水平（ＯＰＥ）， 以地级城市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对数值反映； （６） 市场化程度

（ＭＡＲ），以地级城市私营部门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衡量。
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新质生产力 ＮＱＰ ３ ３２４ ０． ２８２ ５ ０． ０５７ ６ ０． １７５ ０ ０． ７７７ ３
科技生产力 ＳＴＰ ３ ３２４ ０． ２３２ ３ ０． ０６２ ７ ０． １３３ ６ ０． ６２５ １
绿色生产力 ＧＲＰ ３ ３２４ ０． ７４９ ２ ０． ０５９ ０ ０． ６５０ ０ ０． ９８４ ４
数字生产力 ＤＡＰ ３ ３２４ ０． ２２５ ８ ０． ０６４ ４ ０． １０９ ４ ０． ８８５ ８
创新型产业集群 ＩＮＮ ３ ３２４ ０． １０８ ９ ０． ３１１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教育投入力度 ＥＤＵ ３ ３２４ ０． １７６ ８ ０． ０３９ ２ ０． ０３５ ７ ０． ３５６ ２
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 ３ ３２４ １． ０４１ ７ ０． ５９９ ２ ０． １１８ ０ ９． ６２２ １
城市化水平 ＵＲＢ ３ ３２４ ５． ７１０ ３ ０． ９６４ １ １． ７３４ ２ ９． ０８８ １
经济发展水平 ＥＣＯ ３ ３２４ １０． ７６１ １ ０． ５６７ １ ８． ７７２ ９ １２． ４５６ ５
对外开放水平 ＯＰＥ ３ ３２４ ５． ６３１ ０ １． ９６５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９． ５６４ ７
市场化程度 ＭＡＲ ３ ３２４ ０． ５３８ ３ ０． １３８ ３ ０． ０４９ ３ ０． ８６０ ２

表 ３　 基准检验结果

变量
新质生产力

（１）
科技生产力

（２）
绿色生产力

（３）
数字生产力

（４）

ＩＮＮ ０． ０１７ ８∗∗∗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２６ ８∗∗∗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０１３ ６∗∗∗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０１４ ４∗∗∗

（０． ００３ ９）

常数项
－ ０． ３１１ ８∗∗∗

（０． ０８７ ８）
－ ０． ４６９ ８∗∗∗

（０． １１１ ４）
０． ３１１ ２∗∗∗

（０． ０８９ ３）
－ ０． ２５４ ６∗∗∗

（０． ０８９ 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拟合优度 Ｒ２ ０． ７８０ １ ０． ４９１ ７ ０． ７４６ ７ ０． ８８１ ４
观测值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涉及中国 ２７７ 个地级城

市①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２ 年的样本数据。
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各省市级《统计年鉴》、各地级

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ＥＰＳ 数据库、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以及

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中心官网。 表 ２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
四、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检验

表 ３ 列示了创新型产业集群对

新质生产力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从列（１）可以看出，在控制城市与年

份双向固定效应的情形下，ＩＮＮ 的回

归系数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能够显著提升

新质生产力。 进一步地，从新质生产

力的分维度指标来看，创新型产业集

群对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与数字

生产力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

在样本期内，创新型产业集群能够赋

能新质生产力三个子维度全面发展。
但从系数估计值大小来看，创新型产业集群对科技生产力的提升作用依次要强于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

产力。 究其原因：其一，园区集聚了大量根植性强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加之试点建设对创新要素产

生的引力作用可为园区企业输送优质研发“原料”，创新型产业集群拥有突出的科创能力，有助于带动城

市科技成果“量质齐升”，赋能科技生产力涌现；其二，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能够有效加速数字空间扩容，
厚植数字生产力的生长土壤，但受制于居民数字素养羸弱和部分数字技术使用门槛较高等，其赋能效应

未充分显现；其三，试点建设虽有助于提升产业链“绿色浓度”，但囿于地方环境规制强度不足等，其对绿

色生产力的作用效应受到一定制约。
（二）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有效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无误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受政策干预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具有相同的变动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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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势。 鉴于此，本文将试点施行的前一年设定为基

准期，使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根据

图 １ 展示的检验结果，试点前 ＩＮＮ 的回归系数不

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在 ０ 值附近波动，说明在政策

实施之前，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间没有显著

差异；试点设立后，ＩＮＮ 的系数值持续上升且均显

著为正。 因此，平行趋势检验通过，并为本文基准

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
２． 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存

在偶然性，本部分通过随机试验的方法进行安慰

剂检验。 具体思路为：从样本空间中随机抽取 ５２

图 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

个城市作为伪处理组，其余城市作为伪对照组，
将此重新生成的样本代入计量模型（１）中回归。
随机重复上述操作 ５００ 次，绘制得出核心解释变

量系数值的分布图，详见图 ２。 可以发现，伪回

归系数分布在 ０ 附近，且大部分 Ｐ 值大于 ０. １，
这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在极

大概率上排除了“创新型产业集群有助于提升

新质生产力”是偶然事件的可能。
３．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是分批设立的，政策发

生时间的不一致使双向固定效应下多时点双重

差分的估计结果实际上是不同组别处理效应的

加权平均值［２３］。 具体可根据对照组选取的不

同，将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分为三类：一是将从未受到处理的组作为对照组；二是将“晚处理”的组作

为对照组；三是将“早处理”的组作为对照组。 其中，第三类因其结果变量中已经包含了处理效应，这
类对照组属于“坏”对照组。 因此，倘若第三类在整体的双重差分估计效应中所占的权重较大，则可能

使最终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鉴于此，本部分借鉴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４］ 的做法，使用 Ｂａｃｏｎ 分解法对基

准回归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进行分解，以评估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的偏误程度。 根据分解结果，时变

处理组将从未受过处理的组别当作对照组的权重达 ９０. ３０％ ，而上述第三类情况所占权重仅为

３. ４６％ ，由此说明前文估计结果较稳健。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ＰＳＭ⁃ＤＩＤ 回归

本文以控制变量为依据计算出各城市的倾向得分，而后对处理组与对照组进行匹配，再利用匹配

后的样本数据进行双重差分估计。 匹配结果显示，匹配后大多数控制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显著减小，说
明匹配质量较高。 根据表 ４ 列（１）报告的估计结果，ＩＮＮ 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在考虑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２． 调整样本时间区间

本文通过剔除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的样本，生成新的时间窗口［２０１１—２０１９］重新进行回归。 检验结果

汇报于表 ４ 列（２）。 可以发现，调整样本时间区间后创新型产业集群（ ＩＮＮ）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 ０１６ ７，
且依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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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ＰＳＭ⁃ＤＩＤ

回归
（１）

调整样本
时间区间

（２）

控制省份
时间趋势

（３）

排除其他
政策影响

（４）

ＩＮＮ ０． ０１４ ６∗∗∗

（０． ００３ ４）
０． ０１６ ７∗∗∗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１１ ４∗∗∗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 ００３ ２）

ＤＯＵ ０． ０１２ ８∗∗∗

（０． ００２ ９）

ＩＰＲ ０． ００８ ９∗∗∗

（０． ００２ ９）

ＢＩＧ ０． ００７ ７∗∗

（０． ００３ ７）

常数项
－ ０． ４８１ １∗∗∗

（０． １３０ ３）
－ ０． １０９ ４
（０． ０７４ ５）

－ ０． １７４ ５
（０． １１８ ９）

－ ０． ２３４ ９∗∗∗

（０． ０８２ 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时间固定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拟合优度 Ｒ２ ０． ７９１ ７ ０． ７１１ ５ ０． ９５０ ４ ０． ７９４ ０
观测值 ２ ７２３ ２ ４９３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３． 控制省份时间趋势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省份—
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检验基准回归结

果是否受到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未察

觉因素影响。 根据检验结果， ＩＮＮ 的回

归系数值仍然在 １％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正，从而再次验证本文的核心结论具

有稳健性。
４．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考虑到新质生产力主要涵括“科技”
“绿色”和“数字”三方面要义，而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要

素合理配置均是科技研发的重要驱动因

素，并可能由此进一步影响生态效益和数

字空间容量，本文在模型中控制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建设（ＤＯＵ）、知识产权试点政策

（ＩＰＲ）、大数据综合试点政策（ＢＩＧ）这三

项政策的影响。 根据表 ４ 列（４）显示的结

果，ＩＮＮ 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本文核心结论在排除并行政策的干扰后依然成立。
表 ５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ＩＶ１：中华老字号数量 ＩＶ２：１９８５ 年高等院校数量

第一阶段回归
（１）

第二阶段回归
（２）

第一阶段回归
（３）

第二阶段回归
（４）

ＩＮＮ ０． １６８ ７∗∗∗

（０． ０２６ ５）
０． １１４ ９∗∗∗

（０． ０１６ ７）

ＩＶ１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０００ ３）

ＩＶ２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０ 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４３． ２９２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５１． ８５１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４８． ５７６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８７． ４２１ ０
［０． ０００ ０］

观测值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为稳健标准误。

５． 政策内生性问题处理

考虑到创新型产业集群试

点的选取并非随机，可能存在政

策内生性问题，本部分选取两个

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进行估计。 一是借鉴胡兆廉

等［２５］ 的做法，整理各个城市的

中华老字号企业数量，并将其与

时间趋势的交叉项作为创新型

产业集群的工具变量（ ＩＶ１）。 二

是借鉴戴魁早等［２６］ 的研究，选
用 １９８５ 年各个城市的高等院校

数量，并将其与时间趋势的交叉

项作为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工具

变量（ ＩＶ２）。
根据表 ５ 显示的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中 ＩＶ１ 和 ＩＶ２ 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选取的

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显著

正相关。 同时，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

平上通过了可识别性检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再次验证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而第二阶段

回归中 ＩＮＮ 的系数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在采取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后，创新型产业集群

仍然可以显著提升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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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研究

（一） 创新型产业集群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检验

前文指出，创新型产业集群可通过提高创新质量、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

质生产力提升。 为此，本部分借鉴陈永胜等［２３］ 的做法，进一步构建交互效应模型检验其内在影响机

制。 模型设定如下：
ＮＱＰ ｉｔ ＝ δ０ ＋ δ１ ＩＮＮｉｔ ＋ δ２ ＩＮＮｉｔ × ＱＵＡｉｔ ＋ δ３ＱＵＡｉｔ ＋ δ４Ｘ ｉｔ ＋ μｉ ＋ ｔ ＋ εｉｔ （２）
ＮＱＰ ｉｔ ＝ ϕ０ ＋ ϕ１ ＩＮＮｉｔ ＋ ϕ２ ＩＮＮｉｔ × ＨＣＰ ｉｔ ＋ ϕ３ＨＣＰ ｉｔ ＋ ϕ４Ｘ ｉｔ ＋ μｉ ＋ ｔ ＋ εｉｔ （３）
ＮＱＰ ｉｔ ＝ α０ ＋ α１ ＩＮＮｉｔ ＋ α２ ＩＮＮｉｔ × ＩＳＵｉｔ ＋ α３ ＩＳＵｉｔ ＋ α４Ｘ ｉｔ ＋ μｉ ＋ ｔ ＋ εｉｔ （４）
上式中，ＱＵＡ 表示创新质量，ＨＣＰ 表示人力资本积累，ＩＳＵ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其余变量定义与计

量模型（１） 保持一致。
表 ６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创新质量
提升机制

（１）

人力资本
积累机制

（２）

产业结构
升级机制

（３）

ＩＮＮ ０． ０１４ ８∗∗∗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０８ ７∗∗∗

（０． ００３ ３）
０． ０１４ ６∗∗∗

（０． ００３ １）

ＱＵＡ ０． ０３５ ７∗∗∗

（０． ０１２ ７）

ＩＮＮ × ＱＵＡ ０． ０５５ ０∗

（０． ０３１ ９）

ＨＣＰ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０２ ３）

ＩＮＮ × ＨＣＰ ０． ０１９ ５∗∗∗

（０． ００３ ５）

ＩＳＵ ０． ０７２ ０∗∗∗

（０． ０１２ ７）

ＩＮＮ × ＩＳＵ ０． １５０ ２∗∗∗

（０． ０５１ ５）

常数项 － ０． ２８７ ８∗∗∗

（０． ０８７ ５）
－ ０． ２４５ ７∗∗∗

（０． ０７７ ４）
－ ０． ２４５ ５∗∗∗

（０． ０８５ 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拟合优度 Ｒ２ ０． ７８４ ９ ０． ７９９ ５ ０． ７８７ ２
观测值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１． 创新质量提升机制

本部分参考高波［２７］ 的思路，基于实质性创新

（发明专利申请占比）、绿色创新（绿色专利申请占

比） 和数字创新（数字经济专利申请占比） 三个维

度，采用熵值法计算获得地级城市创新质量水平，
而后运用计量模型（２） 对创新质量提升机制进行

检验。结果显示，ＱＵＡ 的回归系数在 １％ 的显著性

水平上为正，说明创新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推动新质

生产力发展。交互项 ＩＮＮ × ＱＵＡ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增强了创新质量对新质生

产力的正向作用，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说 ２。
２．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本部分借鉴高春亮等［２８］ 的做法，以地级城市

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衡量人力资本积累，而后对计量

模型（３）进行估计。 由表 ６ 列（２）汇报的结果可

知，人力资本积累（ＨＣＰ）的回归系数值显著为正，
说明人力资本积累对新质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正

向影响。 同时，交互项 ＩＮＮ × ＨＣＰ 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 ０１９ ５，且通过了 １％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创

新型产业集群增强了人力资本积累对新质生产力

的正向作用，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说 ３。
３． 产业结构升级机制

本部分参考朱奕蒙等［２９］ 的研究，以地级城市

新增企业中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占比来度量产业结构升级，而后对计量模型（４）进行估计，以检验产业

结构升级机制是否真实存在。 根据检验结果，ＩＳＵ 的回归系数值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业

结构升级有助于新质生产力提升。 而交互项 ＩＮＮ × ＩＳＵ 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５０ ２，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意味着创新型产业集群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对新质生产力的正向作用，由此验证了研究假

说 ４。
（二） 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异质效应分析

１． 地理区位异质性

本部分按照“秦岭—淮河”分界线将 ２７７ 个样本城市划分为南方城市、北方城市两类，据此进行

城市地理区位异质性分析。 根据检验结果，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显著性水平，南方城市均明显优于

北方城市，同时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说明创新型产业集群对南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更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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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究其原因，南方城市在各维度拥有的先发优势能够为创新型产业集群提供较好的发展环境，可
通过加快汇集科教资源等助推科技突破和工艺改良，进而拉动生产力跃迁。 但北方城市发展相对

滞后，加之缺乏人才、资本竞争力，难以很好地衔接试点政策运行，从而使集群建设无法充分作用于

新质生产力提升。
表 ７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地理区位 市场化程度

北方
（１）

南方
（２）

较高
（３）

较低
（４）

ＩＮＮ ０． ００９ ９∗∗

（０． ００４ ４）
０． ０２０ ６∗∗∗

（０． ００４ 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０１１ ７∗∗∗

（０． ００４ ３）

常数项
－ ０． １０７ ０
（０． ０９４ ３）

－ ０． ３２９ ８∗

（０． １７３ ６）
－ ０． ３４３ ６∗∗

（０． １４３ ０）
－ ０． ３０４ ９∗∗∗

（０． １０８ 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ｐ ｖａｌｕｅ ＝ ０． ０００ ９ ｐ ｖａｌｕｅ ＝ ０． ００１ ２
拟合优度 Ｒ２ ０． ８０７ ９ ０． ７８３ ５ ０． ７７５ ７ ０． ７９７ ９
观测值 １ ５００ １ ８２４ １ ６５６ １ ６６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为稳健标准误。

２． 市场化程度异质性

本部分采用私营部门就业

人数与总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衡

量城市层面的市场化程度，按照

年份均值将样本分为市场化程

度较高和市场化程度较低两组，
据此进行城市市场化程度异质

性分析。 结果显示，在两组样本

中，ＩＮＮ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但
较高市场化程度城市的系数值

明显大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城市，
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Ｐ 值小

于 ０. ０１，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
创新型产业集群对新质生产力

的提升效应越显著。 究其原因，
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有利于试点

建设和发展，园区科技成果可依托完善的市场环境辐射至城市各产业，由此有效拉动城市生产力跃

升。 而市场发育滞后可能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新技术、新产品无法顺利进入市场，从而挫伤园

区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力并弱化试点建设的生产力跃升效应。
表 ８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地理邻接空间

权重矩阵
（１）

地理距离空间
权重矩阵

（２）

经济距离空间
权重矩阵

（３）

直接效应
０． ０１５ １∗∗∗

（０． ００３ ４）
０． ０１４ ４∗∗∗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１３ ６∗∗∗

（０． ００３ ２）

间接效应 ０． ００７ 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１３ 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０３ ０）

总效应
０． ０２３ ０∗∗∗

（０． ００５ ２）
０． ０２７ ８∗∗∗

（０． ００６ 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 ００５ ７）

ρ ０． ３６３ ２∗∗∗

（０． ０３０ ２）
０． ４９３ ７∗∗∗

（０． ０５４ ７）
０． ４１６ ９∗∗∗

（０． ０５２ 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拟合优度 Ｒ２ ０． ５６２ ３ ０． ７２８ ２ ０． ３３３ ５
观测值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３ ３２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 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空间溢出效应

检验

选用空间杜宾 －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 借鉴 Ｌｅ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ｃｅ［３０］ 的做法，本文利用

偏微分方法将估计结果分解得到直接效应、间
接效应和总效应。 由表 ８ 可知，在地理邻接空

间权重矩阵、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距

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可

有效促进本城市新质生产力提升。 同时，在各

矩阵下，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也均在 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说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能够显著提

升邻近城市新质生产力。 可能的原因：一是由

于知识、数据资源等具有复用性，加之园区研发

成果可借助城市间经济联系对外辐射，邻近城

市能够以较低成本提升其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科

技含量，从而可较快拉动地区生产力跃升；二是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产生的“示范效应”可能激励邻近城市推行类似的政策，由此可以得到相近的政

策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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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衍生的外生冲击，结合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２ 年中国 ２７７
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创新型产业集群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通过机

制检验、异质效应分析和空间溢出效应检验从不同视角进行量化评估，得出的主要结论为：（１）创新型

产业集群可以显著提升新质生产力，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２）机制检验发

现，创新型产业集群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主要通过提升创新质量、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来实现。 （３）城市间区位差异和市场化程度差异导致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效应存在异质

性，相较于北方城市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创新型产业集群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在南方城市

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更显著。 （４）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点，试点

城市设立创新型产业集群可促进邻近城市新质生产力提升。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１）深入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筑牢孕育新质生

产力的现实场景。 深化区域产学研合作，提高园区管理效率，同时着力打造高标准、高效益的集群创

新网络，借以为重塑生产力形态持续供能。 另外，充分发挥政府“有为之手”的作用，激励具备条件的

城市先行先试，放大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生产力跃升效应。 （２）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多维驱动路径，
合理制定发展规划。 一方面，优化研发资金配置，甄别并淘汰低水平研发项目，鼓励企业进行突破式

创新，突出创新质量对生产力质变的引领效能；另一方面，完善人才生态环境，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
同时“腾笼换鸟”，系统性重构产业体系，发挥技能劳动、产业变革对生产效率的改善作用，夯实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基础。 （３）持续探索特色化发展路径，战略上统筹兼顾。 避免“一刀切”的管理模式，结合

地区发展特点精准施策，尤其要针对现存的“南北差距”和城市间市场化程度差异设计更具适用性的

制度体系。 同时，打破行政阻隔，借助试点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为邻近城市铸造新质生产力提供载

体，助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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